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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心态研究在西方话语叙事中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中则经历了四个
发展时期。通过对西方话语和中国学术语境中社会心态概念的理论蜕变和研究规范过程的梳理，可对心理学和

社会学两种主要研究取向中建构社会心态的不同机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立足社会学的立场，通过个体与

不同范畴或层次的他者间相互关系的远近，可发展出一种更为简洁也符合中国情境的操作化思路，并在以市场

化为表征的历史变迁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提出了一种涵盖微观和宏观因素同时能够兼顾共时态与历时态两条

线索的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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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急速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推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

列社会科学重建的同时，也向这些学科提出了新的议题和新的使命。① 就关注人们精神世界嬗变的社会心理学

而言，人们同样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转型既向这门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良机。② 自重建以来，这门学科从无到有，已经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其中，与精神世界相关的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就一再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③ 在 １９９２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 “潘光旦

纪念讲演”上，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研究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④ 作为一种

呼应，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自 ９０年代末开始将目光投向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或毋宁作为其后果的社会心态
之上，周晓虹则干脆对应于此时流行开来的 “中国经验”，将这种在剧烈的转型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

发生的巨大震荡称之为 “中国体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ｌｌｉｎｇ）。⑤ 自此，从改革开放伊始便已经受到不同程度关注的
社会心态研究开始获得系统的学术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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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心态的学术渊薮：西方话语和中国文本

几乎所有的关于社会心态研究兴衰的历史讨论，都涉及社会心理学学科本身的变动与范式转换①，因此，

要完整地解释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衰，就要到决定了倡导群体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兴衰的整个西方的转型背景中

去寻找。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西方话语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萌生阶段，这与法国早期社会学尤其是关注集体表象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涂尔干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思想、关注群体心理的勒庞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Ｂｏｎ）的学说，以及持心
理主义立场的塔德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Ｔａｒｄｅ）的论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德在那本被誉为 “社会心理学第一部真

正现代著作”② 的 《模仿律》（１８９０）中声称：“就社会性质而言，一切东西都是发明或模仿。”③ 如果将发明
和模仿视为个体和社会间的互动关系，那么 “发明”实际上是某种社会心态的缘起，而 “模仿”则是社会心

态的传播与扩散。④ 尽管塔德承认个体之间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但他本质上还是将社会现象视为一种心

理现象。与塔德不同，涂尔干反对一切还原主义的立场，反对将社会的解释还原到包括模仿这样的个体层面，

并主张 “社会事实只能通过社会事实来解释”。⑤ 在涂尔干开列的社会事实中，对社会心态最有用的概念是

“集体表象”，这是一种集体意识，是 “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

体系……毫无疑问，这种意识的基础并没有构成一个单独的机制。严格地说，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

社会范围内的”。⑥ 进一步，凭借着个体间的互动与影响，出现了涂尔干一再强调的 “突生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涂尔干的理论贡献，影响到包括涂尔干学派在内的整整一批学人，沿着集体表象的逻辑，列维布留尔
（Ｌｕｃｉｅｎ 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创造出原始思维术语、哈布瓦赫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使用了集体记忆概念，甚至勒庞
也以涂尔干的口吻写道：当人们啸聚成群时，“会表现出极不同于个体的新的特质”，这个临时聚集而成的群

体 “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并服从于群氓精神一统率”。⑦

第二个阶段是定型阶段，其特征是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直接在涂尔干的 “集体表象”概念基础上，创设

了 “社会心态”（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概念或 “心态史”。源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形成与阿尔

萨斯和洛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回法国有关。⑧ 为了使回归体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和非殖民的正当性，当时法

国鼓励那些原籍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者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其中就包括缔造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吕西

安·费弗尔 （Ｌｕｃｉｅｎ Ｆｅｂｖｒｅ）和马克·布洛赫 （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以及心理学教授夏尔·布隆代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ｌｏｎｄｅｌ）、接替了已故社会学家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教席的哈布瓦赫，还有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乔治·勒费
弗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Ｌｅｆｅｖｒｅ），他们 “结成了一个忠诚和友谊的群体”。⑨ 尽管年鉴学派对涂尔干轻视个体的社会学

帝国主义抱有戒心，但他们依旧 “被涂尔干思潮强烈吸引”，“对历史上的所有集体信仰的东西都有强烈兴

趣”。瑏瑠 因此，在哈布瓦赫写出 《论集体记忆》、布隆代尔写出 《群体心理学导论》时，历史学的巨子们撑起

了后来被称作 “心态史学”的大厦：布洛赫写成了 《国王的神迹》、费弗尔写成了 《马丁·路德：一个命

运》，稍后勒费弗尔则写成了 《１７８９年大恐慌》……他们证明了 “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研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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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它 “强调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①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心态研究的复兴阶段，这一阶段经过了以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心理

学漫长的 “霸主”年代，一直到 １９６８年漫卷西方世界的青年 “大造反”运动重新使人们看到了主流社会心

理学中 “社会”缺场带来的弊端。面对包括法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一直延续至今的一波波社会动荡，墨

菲和柯瓦奇在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从实验室中的 ‘社会助长’问题研究到理解校

园内的动乱或国际间的仇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当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 （Ｓｅｒｇｅ Ｍｏｓｃｏｖｉｃｉ）更
是说出了那段后来常常为人引用的名言：以 １９６８年 “五月学潮”为标志的欧美学生运动，最终成了检验脱离

社会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不成熟性的 “石蕊试纸”。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尤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重新燃点

了对他们几乎忘却了的社会心态研究传统的兴趣。莫斯科维奇一反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惯例，开始重新阅

读早期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和塔德，并立志通过 《群氓的时代》这部学术史的撰写 “描绘出群体心理学的整个

领域”。③ ２０年后，莫斯科维奇又写出了堪称智力标杆的 《社会表征》一书，并通过将涂尔干的 “集体表象”

改造为 “社会表征”（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为论述现代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 “心理模板”。

通过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心态研究历史的概述，我们得以窥见这一学术概念在西方学术界生成、

演变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其间，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都对社会心态研究贡献了学科

智慧，而对现实社会中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关切则是推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其实，通过学术

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心态研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国个体主义和实验主义研究取向的影响，

但其发展的主要阶段或重要转折点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欧洲大陆，因为与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不同，自工

业革命开启现代性征程伊始，群体问题始终是欧洲大陆数百年来面临的重要社会议题。④ 社会心态研究在西方

学术界的起承转合史，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和传播史，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现实需求的积

极回应。

同样，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对社会心态的关注与中国社会这 ４０余年来的发展与进步密切相关。据王俊秀和
杨宜音等考证，中文第一篇以 “社会心态”为题的文献是左方的 《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１９８７）⑤，它预示
了开始不久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并引发了人们的心态变化。根据社会现实变动和

学科发展的双重标准，我们将社会心态在中文社会科学语境中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之为 “萌生期”（１９８２—１９９２）。考虑到社会心理学学科的重建略晚于社会学学科的重
建，所以我们将 “萌生”的起始时间定在 １９８２年，这一年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 （后改为中国社会心理学

会）在北京成立。改革开放带来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１９８０年代的 “潘晓来信”表达了处在变革路口的中国

青年的迷惘心态，文学和史学领域也率先开展了对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中社会心态的研究。⑥ １９８９年，社会
学者叶小文在 《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详细讨论了社会变革中社会心态的失调与调适。⑦

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之为 “成长期”（１９９２—２００２）。１９９２年，堪称 “先知”的费孝通先生意识到剧烈的社

会转型将可能带来 “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⑧ 在他的提倡下，围绕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和社会心态，

出现了一批学术著述，虽然大多研究仍浮于表面，但冯伯麟、丁水木在论文中都以相对严谨的学术话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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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转换、失调与调适》，《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 ５期。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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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心态的研究意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变动①；周晓虹则对应于项飙和王春光的 “浙江村”

研究，探讨了包括浙江村在内的江浙地区农民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态的历史嬗变②。邓小平

的 “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的推动，人民对市场经济的热情

和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转型期民众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

第三个时期可以称之为 “巩固期”（２００２—２０１２）。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将社会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执政
思路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转向 “以社会建设为重心”③，并特别强调培育健康社会心态④。社会心理

学界在这一时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１）围绕社会心态的概念、历史和理论，学者们发表了几篇更为严
谨的论文。其中，杨宜音和刘力围绕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展开了讨论⑤，马广海对社会心态概念的操作化指标

提出了尝试⑥，陈午晴则从汇合与融合两个角度讨论了个体心态如何成为社会心态这一核心问题⑦。（２）王俊
秀、杨宜音等人于 ２０１１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 《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通过调查数据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

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迄今蓝皮书已连续多年出版；（３）周晓虹则于 ２００９年首次提出了后来被学界广为使用的
“中国体验”概念，用以描述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巩固了学界对社会心态领域

的持续兴趣。

第四个时期可以称之为 “提升期”（２０１２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所谓 “提升”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

和经验分析的水准进一步提高：就理论而言，王俊秀和周晓虹 ２０１４年发表在 《社会学研究》上的两篇长文及

由此展开的有益争论，不仅厘清了社会心态研究的历史和内涵，而且从社会转型的维度证实了社会心态研究

的时代意义；而就经验分析而言，两篇都以 ＣＧＳＳ十年数据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为依据写成的主题近似的长文，
则将有关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讨论分别从社会态度和社会公平感两方面的变迁推进到实证层面。⑧ 其实，提升

不仅包括单纯的学术层面，从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进一步确立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同时力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⑨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心

态分析也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开始被纳入社会治理的轨道：比如，汪新建提出，医患关系应该纳入社会心态

与情感治理的轨道，以解决我国医疗领域泛化的医患对立情势瑏瑠；吕小康也提出，社会心态研究首先是 “源

自宏大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集体性社会失调与价值感迷惑”，因此这一领域具有与生俱来的治理导向瑏瑡。

二、社会心态的概念：蜕变与规范

尽管在包括涂尔干、勒庞和塔德为代表的早期法国社会学和受涂尔干影响的历史学年鉴学派中，频繁地

使用了后来对建构社会心态概念做出直接贡献的诸多基本素材，但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语境中一直缺少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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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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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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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２期；丁水木：《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上
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１９９６年第 １期。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
王小章：《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 “以社会建设为重心”》，《浙江学刊》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
２００２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将 “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２００６年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直接提出要培育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２０１１年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开始明确提出要 “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和

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刘力：《社会形态与社会心态———评
杨宜音的 〈个体与宏观社会建构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心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期。
陈午晴：《汇合与融合：社会心态的两种个体超越方式》，《社会心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
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许琪、贺光烨、胡洁：《市场化与中
国民众公平感的变迁：２００５—２０１５》，《社会》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尽管在李路路和王鹏的论文中，作者申明 “社会态度研究一直是社会

心理学的重点关注领域”，他们的研究 “与近年来国内日益兴起的社会心态研究不同”，但其实社会心态一样包含社会态度成分，只

是这一成分一不是个体所有，二是变动不居的，三常常是具有前述涂尔干所说的 “突生”性质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９年。
汪新建、姜鹤：《医患社会心态的情感治理》，《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吕小康：《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会心态治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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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的严格界定，一直到多少恢复了法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那里，都难以找到

对这一概念的准确定义。即使在需要 “心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概念作为基本的学术或概念建构的心态史学派那
里，它也不过被笼统地视为某些群体或某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心理状态，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影响或

左右这种心理状态的包括传统、信仰、习俗、态度、价值观在内的精神系统总和的某种表征。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几乎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就对社会心态的概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个意

义上说，马广海将社会心态研究称作 “汉语社会心理学研究对社会心理学学科的一大贡献”确实言之凿凿。

如若不仔细分析，我们确实很难想象，改革开放后主要受美国个体主义、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建立起来

的带有鲜明的心理学倾向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为何会对 “社会心态”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的涂尔干式的社会学

色彩的概念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内在矛盾出现的可能原因是，尽管中国社会心理学重

建之时主要受到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但它所面临的问题却与美国大为不同。周晓虹曾提出，在世界各国先后

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之时，欧洲主要遭受 “群体”问题的干扰，美国主要遭受 “个体”问题的困惑，但从 １８４０
年尤其是 １９１９年后踏入现代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直是个体与群体 （家庭、家族、集体、

社会、国家）间的关系问题。① 这样一种表述，既说明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的关注受制于自己所面临

的现实挑战，同时也说明单纯依赖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来解释中国问题确实是缘木求鱼。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后的 ４０余年间，前半程的 ２０年中尽管已经鲜明地表现出对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趣，
但此时尚缺乏对社会心态的科学和严格界定。在 ２０００年前，有关社会心态的界定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其
一，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影响，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来区分社会心态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此时社

会心态常常等同于社会心理，并被认为是较低层次的社会意识。② 比如，张二芳认为，“它是社会存在和社会

意识的精神中介，任何社会存在只有通过社会心态才能上升为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意识都直接地来

源于社会心态”③。其二，不直接涉及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只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使用这一概念，此时社会心

态与社会心理也常常是混用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左方，在 《收

入差距和社会心态》（１９８７）一文中是混用这两个概念的，他所考虑的是改革开放后 “致富条件上的不均等”

如何 “超越了社会心理在一定阶段所能接受的限度”④；而冯伯麟 １９９５年发表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

态研究》，是最早述及改革开放或社会转型对民众社会心态嬗变影响的定量分析文章，但文中没有对社会心态

进行界定，只是将社会心态操作化为 “对改革大环境总的认知，对……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的生活领域的态

度，当前形势下的价值观等三个方面”⑤。

比较而言，２０００年前意识到不能混用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这两个概念，并欲图给出社会心态的本质特征
的研究，当属丁水木执笔的 《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和对策研究》。在文中，作者指出：“我们使

用社会心态一词，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

的、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⑥ 这一界定尽管没有直接

指出社会心态的宏观性和变动性，但已经基本涵纳了这两个特征，并直接成为 ２０００年后较为完善的社会心态
概念的先导。

相对严谨的界定来自杨宜音的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一文。通过分析丁

水木、揭扬和张二芳等人的定义后，杨宜音指出 “上述概念界定仅仅指出它不同于个体心理，以及一些功能

特性，但缺乏操作化定义，因而无法解释社会心态到底来自哪里”。接下来，经由从 “群体中的个体”视角

分析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从 “个体中的群体”视角分析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以及从 “群体与个体”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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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 〈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普列汉诺夫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提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即各种思想体系之间存在一个被称之为

“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的结构层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 ３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 １９５页）
张二芳：《杜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理论探索》１９９６年第 １期。
左方：《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１９８７年第 １期。
冯伯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２期。
“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组：《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和对策研究》，《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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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析个体与社会心态的相互建构后，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 ／类
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这一定义 “揭示社会

心态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①

杨宜音的界定很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不久后写成的文章中，马广海充分肯定了杨宜音的定义的合理

性，并进一步提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

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它属于社会心理的动态构

成部分。”② 至此，社会心态的宏观性和变动性特征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此之后，王俊秀试图更充分地叙述社会心态的学科史，并明确将社会心态研究与转型社会勾连在一起，

“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③。王俊秀对社会转型的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深

化对社会心态的界定和讨论提供了学术机遇。在与王俊秀的商榷论文中，周晓虹讨论了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

和学科谱系，梳理了这一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兴起、沉匿和复兴的历史背景，并给出了在社会转型的特

定历史时期，社会心态借由群体表征和个体认同的双向心理过程的形成机制。在概念的界定中，强调除了宏

观性和变动性之外，“社会心态恐怕还有第三个特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即涂尔干所说的作为一种

‘社会事实’所具有的突生性”。它说明社会心态源于个体心理，但并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加总，它一经形成

就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④

在笔者看来，相比心理学而言，社会心态研究离社会学更近。这不仅因为社会心态涉及一个社会或社会

中大多数成员的精神世界这样的宏观议题，在处理这类议题时社会学具有先天的优势；也不仅因为社会心态

涉及人们或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动不居，而这种变动不居又直接对应于从孔德时代起社会动力学就关注的宏观

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和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所处理的个人生命史中微观的身心变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还因

为社会心态的突生性质超越了单个个体简单的心理累加，遵循了涂尔干主义所秉持的社会学主义的立场。

杨宜音、马广海、王俊秀等学者都曾对社会心态概念进行过相对系统的操作化尝试⑤，仔细分析起来，

能够发现杨宜音的操作化思路是在社会心理层面由外及里推进：从外在表现的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触及个

体或群体间的社会共识，最后推进到内在的社会价值取向；而马广海的操作化思路及王俊秀的修订模式，则

是由知、情、意三大基本心理现象的探讨演化而来，在 “知” （认知）前设置了 “社会需要”维度，在 “情”

（情绪和情感）和 “意”（行动及准备状态）之间增添了 “社会价值观”维度。

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有一种更加简洁也符合中国情境的指标

设置或操作化思路，即将个体与不同范畴或层次的他者或他群间的关系加以操作化，带入到对社会心态的具

体分析之中。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与他人或他群 （家庭、家族、群体、社会及至国家）间关系的远近，确实

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时最为常用的一种视角。中国人在看待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与其关系的远近，这

一视角更加贴合中国的语境。费孝通曾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定义为 “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自我影响所推出

去的圈子的中心，其他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下后形成的水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广开去，越推越远，关系也越

来越远或淡薄。⑥ 翟学伟在讨论中国人的问题时也持关系主义立场，认为中国人构建起来的看人、看社会、看

世界的基本方法都带有关系性，这种思维方法主导了中国人的思维体系。⑦ 受上述观点或视角的启发，我们意

识到可以将社会心态操作化界定为：一种在特定时期面对特定社会情势或社会事件形成的、为众多个体或群

体成员所共享的具有宏观性、变动性和突生性的精神现象，它常常体现为对各种由近及远的关系进行评价而

形成的积极或消极的心理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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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期。
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 〈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
其操作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期；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第 ２８页。
翟学伟：《人如何被预设：从关系取向对话西方———重新理解中国人的问题》，《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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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社会心态概念的操作化

基于以上思路，如图 １ 所示，可以从个人与 “自

我—他人 （他群）—社会—国家”间的关系这一模式

入手，对社会心态这一概念进行相对简便的操作化。

（１）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即每一个身处转型社会中的
个体对自我当下生存状态的主观体验，在本指标体系

中可以人们常说的 “幸福感”来指代；（２）个人与他
人或他群的关系：此为个体对他人 （熟人或陌生人）

或他群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可、接纳和信任程度，主要

可以 “信任感”来指代；（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
体对生存其间的社会的认同或对社会状况的评估可能

涉及多个方面，但 “公平感”常常是最基本也是最为

重要的评价性指标；（４）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

一关系当然更为复杂，但若从社会心理学的微观角度说，则可以体现为个体对国家或国家代理人政府的认可

与满意程度，故我们以 “政府满意度”来指代。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涉及其他认知、情感或行为向度，也还有其他更加细致具体

的指标可以用于测量，但详尽而又全面的指标即便可以漂亮而严谨地罗列出来，要真正完成测量，却存在是

否可行及何种程度可行的问题。在综合考虑社会心态的不同维度及量化研究可行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上述

四个方面最为直接也相对简单地表征了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主要内容。

三、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两种路径比较

在厘清了社会心态的概念和操作化之后，接踵而至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为此，不

少研究者围绕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与说明。汪新建、姜鹤在 《社会心态研究的学术谱系

与主要议题》一文中，将中文世界有关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的研究划分为两种主要的学术观点：心理学取向下

的社会心态研究和社会学取向下的社会心态研究。① 接下来，我们将借助两位学者的观点，对两种不同学术路

径下的社会心态形成机制做一个比较。

心理学路径体现为始终以个体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社会心态及其形成机制。在 《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

及效应》一文中，杨宜音开宗明义：“社会心态反映的是个体的宏观社会特性，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的联系性，

是个体与宏观社会相互建构的产物，并以其孕育的生生不息、复杂多变的心理事实而被人们感知到。”② 基于

此，杨宜音的分析路径主要着眼于如何解释 “社会心态与个体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在这一

分析模式中，某种社会心态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两个层次的分析获得一种确切的说明。

所谓 “向上模型是指社会心态由个体自下而上汇聚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的一些群体间弥漫的心境

状态”。在这一路径下，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被假定为四条通路：态度、情感、需求及其满足 （感）、个性。

对此，可以有四条路径将个体与社会相联系，那就是：（１）社会认同；（２）情绪感染；（３）去个体化与去个
人化；（４）关系化与镶嵌化。通过上述四条路径，个体的融入和汇聚，最终就会形成超越个体的共享的心理
现实，成为现实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向上模型相对应，向下模型力求说明 “当某种社会心态逐渐形成后，它就会作为一个整体自上而下影

响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态”。相比而言，作者对向下模型给予的解释要简单得多，具体依据是占美国主流地位

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所讨论的那些基本路径，总体上说其中 “重要的通路是社会影响，包括服从、依从、

从众、合作等过程”。作者以为，向上模型与向下模型的结合，就可以视做个体与社会层次之间的互动，而上下

互动则建构出整个社会的心智活动———社会心态，从而个体的心智活动本身亦能得到 （一种）社会性的解释。③

０５１

①

②

汪新建、姜鹤：《社会心态研究的学术谱系与主要议题》，《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③　 杨宜音：《社会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及效应》，《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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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心理学解释路径在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时始终立足于个体，将社会心态归结为个体心理的一种汇集。

并且通过上下两个模型，十分清晰地说明了个体心理是如何汇聚成社会心态的，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又

是如何影响个体或小群体的社会心态的。不过，这一路径存有的内在矛盾是，既然是汇集，那么只有相似的

或具有同质性的个体心理才会聚集在一起，而那些不同的或具有异质性的个体心理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际，它

们又该何去何从？

社会学的解释路径对此给出了说明。在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一文中，周晓虹指出，一种

社会心态并非是同质性的个体心态的累加，而是五花八门的个体或小群体心态以集体表征为心理模板建构的

结果，这一说明突出了突生性在社会心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心态这种宏观和变动的社会心理，尽管是

一种突生现象，但其形成或蔓延却并不随意，是因为它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建构框架的。这种心理的模板

就是涂尔干一直坚守的集体表象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或莫斯科维奇修改后的社会表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①，再或可将其进一步统称为 “集体表征”，其为个体的认同或建构提供了心理模板。

当然，集体表征只是社会心态形成的一个方面，社会心态的形成还需要个体予以认同或接受。而要完整

地论述社会认同对社会心态的形成的影响，具体的叙事路径有两步：一是最初那些散在的个体是如何凝聚为

群体的；二是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群体心理形成后，是如何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归属或加入这个群

体的？对第一步的叙事，周晓虹借用了杨宜音和王俊秀都曾使用过的 “心理群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或
“心理群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ｏｗｄ）的概念，认为心理群体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体向现实的社会群体转化的中
介。在第二步的解释中周晓虹借用了亨利·泰菲尔 （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ｆｅｌ）的观点，提出能够支配集体行为的社会心
态或社会认同的产生经过了两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此时个体与前述心理群体

成员同处相同的范畴，他会以此来划分我群和他群，主动缩小与我群的差异，同时扩大与外群的差异；第二

个阶段是社会比较，新加入的个体或群体会主动将自己的看法与我群成员尤其是群体的看法相比较，从而改

变或增强原有的看法，形成所谓的 “共识”。

我们可以对上述两种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做一比较。两种形成机制之间存在共同之处，即二者都认可个体

间的暗示、模仿与感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心理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被称之为大众心理 “原质”的因素起着

明显的作用，“情绪化赋予了群体心理及集体行为的极化可能，也因此赋予社会心态以两重性”。② 当然，我们也

看到两种形成机制因学科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固有差异，特别是秉持个体主义的心理学解释路径难以克服从个体到

群体跨越的难题。比较而言，社会学的解释路径通过提出 “集体表征”和 “突生”这些概念实现了从个体到群

体的跨越，即个体不是通过汇集而是通过心理模板的建构突生出群体共有的社会心态。进一步，这一路径留下的

余地在于，或许同质性的社会心态遇到某种新的利害关系或社会情境的新态势还会被打破，重新异质化；也同样

有可能再经过上述过程实现新的同质化。这庶几就是社会心态不断变动的内在动力与重构机制。不过，同样应该

指出的是，社会学解释路径因为无法解释个体是如何形成现实的社会群体的，在借助心理群体的概念时，依旧援

引了暗示、模仿与感染等所谓心理原质，留下了社会学主义与心理主义颉颃的潜在矛盾。

虽然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依然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但是只要我们认可心理

模板的存在，就会思考，如此重要的、可以为群体所有成员提供心理认同的心理模板是如何形成的，或者简

单来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一模板的样态？社会心态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时空中这一决定因

素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研究的目光投放在当今中国社会，形成当代中国民众心理模板的底色，进而影响

了全体国人社会心态的最关键要素，应该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伟大变革。

四、市场化与社会心态：一种可能的叙事逻辑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的难处往往在于我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去创造一个单一的解释变量，从这样的

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变革实际上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也为社会心态

１５１

①

②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一词在社会学中一开始就被译作 “表象”，而稍后在心理学中则被译成 “表征”。现在，除非讨论涂尔干的理论，在社

会学中 “表征”的用法也越来越普遍。

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 〈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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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开放以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

了这个 １４亿人口的古老国家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表现在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
的大国，而且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同时，与宏观变革相对应的是微观领域的价值观、

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改变。

社会心态乃至整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始

终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这一研究领域，１９７９年社会学重建后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并在南开大学授课
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Ａｌｅｘ Ｉｎｋｅｌｅｓ）有关人的现代化研究就是一项成功范例。在与学生戴
维·史密斯 （Ｄａｖｉｄ Ｓｍｉｔｈ）共同完成的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１９７４）一
书中，师生两人不仅意识到 “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 ‘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

种心态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伴随现代社会的变迁或者说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的心理也会出现明显的蜕变；而
且他们进一步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证实，除了具备现代认识和情感外，现代人在行为趋向上都

是积极参与的公民、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于接受新挑战和新观念，而促成这

种蜕变的因素包括教育、工厂体验、都市生活及大众媒介。①

如果说 １９８３年春英克尔斯在南开大学为第一届社会学研究生班开讲人的现代化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
还处在百废待举的历史新阶段，那么几十年后中国的进步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英克尔斯理论的有效性。以致

史密斯在 ２０１２年悼念英克尔斯时会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践的经验案例，它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方式佐
证了我们研究的有效性”；②而周晓虹在考察 “知青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后也同样强调：“最能体

现当代中国现代化变化的案例，当属被称为 ‘南开班’的英克尔斯课堂上的第一批中国学生”。③

在英克尔斯开列的导致人的现代化的要素中，无论是教育、工厂体验、都市生活还是大众媒介，与整个

社会的变迁相比，都还是一种微观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相信市场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宏观变量，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究途径，即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宏观因素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群体的微观世界。基

于在以市场化为表征的社会变迁或转型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嬗变的思路，在上文已完成了对社会

心态概念的学术界定和操作化之后，笔者提出图 ２所示的分析框架，并从三个方面予以简要的叙述。

图 ２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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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２０
２１页。本书英文版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ｉ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出版于 １９７４年。
Ｓｍｉｔｈ牞 Ｄａｖｉｄ Ｈｏｒｔｏｎ牞 Ａｌｅｘ Ｉｎｋｅｌｅｓ牶 ４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０爛 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牞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Ｖｏｌ １５６牞 Ｎｏ ２牞 ｐｐ ２３７－２４３
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现代化与转型叙事———辅以 ４０位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为线索》，《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另见
胡洁、周晓虹：《变迁时代的生命历程、人生转折与心理嬗变——— “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心理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７期。



社会心态：一种群体精神史的书写与阐释路径

１ 表征社会转型的宏观与微观变量。

在图 ２的分析框架的左侧虚线内，主要呈现的是代表社会转型的各类变量因素 （自变量），其中主要包

括两个部分：（１）正是因为经济学家樊纲等人相信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进而在整个社会变
迁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显著地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他们意识到，市场化作为一种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几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

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沿着这一观念基础，可以将 “市场化”这一核心概念或解释变量操作化

获得了五个维度的指标，由这五个维度的指标来表征在 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 １９９２年推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① （２）相对于宏观的国家或社会状况 （如市场化）而言，微观的个体经

济社会地位 （实际的地位或与其他人或群体比较后的相对地位），以及包括性别、年龄等在内的各类人口学

特征，这些也同样是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的变量因素，我们将其作为次要的或控制性的变量因素。显然，

如果结合英克尔斯的理论，除了各类人口学特征外，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其变化与中国民众所经历的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宏观变动密切相关。比如在这 ４０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提高。

２ 表征民众主观精神世界的社会心态。

在分析框架的右侧虚线内，主要呈现的是代表受社会转型或一般经济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心态 （因变

量）。如前所述，受费孝通有关中国社会潜藏 “差序格局”的处世原则的启发，同时受翟学伟对中国人人际

交往奉行 “关系主义”的判断影响，我们将从个人与 “自我—他人 （他群）—社会—国家 （政府）”间的

关系的路径入手，将社会心态概念简便地操作化为四个方面：（１）幸福感：表征每一个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个
人所具有的对自我当下的生存状态的体验与评价；（２）信任感：表征个体对他人或他群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可、
接纳和信任程度；（３）公平感：表征个体对生存其间的社会或社会状况的认同性评估，公平或不公平，常常
是个体与他人比较后的一种心理结果；（４）政府满意度：表征个体对国家或政府的成就、方针或政策的认可
与满意程度。不过，在上述四个方面外，我们同时还会关注两个叙事维度：其一，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历时

态嬗变过程；其二，不同群体间共时态的社会心态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聚焦历时态和共时

态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

３ 体现社会转型的市场化对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影响。

当然，本分析框架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如何借用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和调查数据，来说明以市场化为

体现的社会转型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嬗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性质及其变化。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或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能不对中国民众的 “社会心

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根据上文对 “社会心态”的操作化，我们可以具体研究市场化对中国民众的幸

福感、信任感、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影响所发生的嬗变情况。毋庸置疑，

市场化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同时也遭遇了日益加剧的竞争。这些变化让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总体

上从原先的保守、封闭、墨守成规和奉行平均主义法则，逐渐转变为开放、独立、拥抱变化和能够接纳合理

的不平等。市场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对社会心态也具有双重效应。比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带来经济大幅

增长、国力显著强盛的同时，也因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政策的偏颇性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不同的群体尤其是

经济或社会地位不同的阶层，他们的社会心态及其嬗变一定会有所不同。在市场化与社会心态这条主线之外，

还可以考察各类微观因素对社会心态各领域的影响以及变迁过程中这一影响所发生的变化。除了对解释机制

的分析和验证之外，还可以通过横向对比 （比较不同群体社会心态呈现的差异）及纵向比较 （通过不同年份

数据和经验资料对 “社会心态”做一个历时态的描述和分析），分析在社会转型或变迁过程中，上述解释机

制的存在和变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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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
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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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过上述的分析框架或叙事逻辑，我们可以从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把握当代中国

民众的社会心态及其变化路径，而市场化的解释路径则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提供

了一个宏观的视角。毫无疑问，这场源起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对整个中国社会包括身处其间的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下收获的喜悦或遭受的困窘既是个体的独特经历也

深深地烙印上 “转型社会”的时代印记。米尔斯在其经典之作 《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一再声称要理解自己所

置身的时代，要将个体的困扰放置于社会和历史的维度中来认知和化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今天对

社会心态的考量应该既立足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自身境况，同时也必须着眼于更为宽泛的社会时代背景；既

关注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也需要从过往的历史中寻求借鉴。

１９９３年，面对邓小平 “南方谈话”后市场化浪潮的兴起，费孝通迅即意识到这场伟大的变革会对原有的

社会秩序带来猛烈的冲击，甚至带来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为此，费孝通借用了老师潘光旦生前反复

阐发的 “安其所，遂其生”的 “位育论”观点，提倡在迅猛变革的时代能够 “建立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

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① 从那以后 ３０余年的变迁来看，确实在这样一个世事多变的大变革时代中，
中国的发展既需要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加持，同时也离不开 １４亿国人每个人都具有良好的心态秩序。希望笔者
提出的上述这一探索市场化与社会心态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日益兴盛的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一种思路，

也为迈向一种更为健康的心态秩序贡献学理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新中国工业建设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研究”（２１ＢＳＨ０２５）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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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 １期。


